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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力”崇拜，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

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这种观念大概

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时代，所以“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

德”观念，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德”作为政治控驭能力的代称包括“刚克”和

“柔克”两种手段，作为“刚克”手段的刑罚也是原始“德”含义的一个方面。与周人的“明德”观念

相一致，“明刑”、“明罚”思想也是周人“明德”观念的衍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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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王灭商后，周人的统治根基尚不稳固。灭
商只是攻克了殷商的核心政治力量，但一些殷商遗

民并不臣服，殷商残余势力的叛乱和反扑随时都会

卷土重来。武王在克殷后四年（前１０４３）病逝，成王
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与纣子武庚联合淮夷、

徐、奄、熊、盈等国叛乱，周的统治似乎面临“山雨欲

来”之困境。周公东征，讨伐管、蔡、武庚及东方诸

国，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封微子启于宋。周公平

定武庚之乱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措施，在制

度建设方面建立了“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

制”等制度。这些制度建设被王国维称为“中国政

治与文化之剧烈变革”，他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

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

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

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

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

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

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１］在意识形态领域，

一方面加大对殷商遗民的心理攻势和教化，树立自

己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总结殷商灭亡

的历史教训，对自己的王族子弟进行政治教育，激发

他们的忧患意识，培养他们谨慎敬畏的政治态度。

周初的这种政治需要，产生了一大批政治文献，这些

文献基本上贯穿着３个主题：树立自己的政治合法
性；激发周人的忧患意识；继承先祖懿德，确立自己

的统治思想和政治规范。而用来申述这３个主题的
方式是“以史为鉴”。这些史料就是周人的近代

史———夏人和商人的历史，还有周先王的历史。经

过对历史的总结和反思，周人凝炼出了一套自己的

政治品格和价值规范，这些政治品格和价值规范中

最为核心的就是“明德”观念。

一、“明德”：周人区别于

殷商之“德”的全新观念

　　“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



力”的崇拜。不同时代所需要的具体能力不同，

“德”字则产生于人类社会对于一种特殊“能

力”———“政治控驭能力”的需要。“德”观念的产生

要先于“德”字的产生。从“德”的字形结构和音韵

训诂、文献用例等方面都可以证明，“德”字是古代

君王通过“巡省”方式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影响力的

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

响力”，这种观念大概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

时代，这也是“德”字产生的上限。虽然无法断定

“德”字产生的具体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甲骨文中

的“ ”就是“德”字的雏形［２］。在周初文献中，“德”

是个中性词，需要同其他词语组合使用才可以构成

对其“德”之好坏的价值判断。“德”的这种中性色

彩即使在“德”的意义内涵完全合道德化的春秋时

代仍然存在。“德”的话语系统中既有“明德”、“懿

德”、“文德”、“嘉德”、“吉德”、“令德”、“德音”等

好的德行，也有“昏德”、“乱德”、“恶德”、“凉德”、

“败德”、“悖德”等坏的德行。在周初俯拾皆是的

“德”的话语中，“德”与具有褒义色彩词语的搭配占

了多数，基本上用来形容周人自己的德行或者周人

需要努力趋近的德行。而在评价殷商后王和统治者

的时候则多用“恶德”、“昏德”等词语。在周人评价

自己的德行中，“明德”一词的使用最为频繁。也就

是说，“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在自己的意识形

态建设中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德”观念，以“帝

迁明德”作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

在周初文献中，周人反复强调其“明德”。如《尚

书·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

弟方来，亦既用明德。”《诗经·大雅·皇矣》：“维此

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诗经·大

雅·下武》：“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

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毛

传》：“武，继也。”郑《笺》：“下，犹后也。后人能继先

祖者，维有周家。”①哲王，即明智之王。

在周族先王中，文王的“明德”最为显赫，《诗

经》的大多数篇章都是赞颂文王的，《诗经·大雅》

以《文王》为首篇，可见其地位。在对文王功德的赞

美和评价中，除了“哉”、“有德”等称美之词外，最

突出的是赞颂其“明德”。《文王》一诗在赞美文王

功德之时多处用到具有“光明”义之词：“文王在上，

於昭于天。”昭，昭显，昭有光明之义。“有周不显，

帝命不时。”《毛传》：“不显，显也；显，光也。”郑

《笺》：“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马瑞辰《毛诗传

笺通释》：“不、丕古通用，丕亦语词，不显犹丕显

也。”②是为光明甚大之义。“穆穆文王，於缉熙敬

止。”缉熙，光明，形容文王品德之美。上帝对其“明

德”更是赞赏有加，如《大雅·皇矣》：“帝谓文王：予

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大雅·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

殷适，使不挟四方。”《大明》诗叙述王季和太任、文

王和太姒结婚以及武王伐纣的事。《毛序》：“文王

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郑《笺》：“二圣人相承，

其明德日以广大，故曰大明。”马瑞辰以为“大明盖

对《小雅》篇有《小明》篇而言。《逸周书·世俘

解》：‘硁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

孔晁注：‘《明明》，诗篇名。’当即此诗。是此诗又以

《明明》名篇，盖即取首句为篇名耳”。但不论是言

周人“明德日以广大”，还是以首句为篇名，从全诗

来看，此诗以“明明”来赞颂文王之“明德”当无疑

问。陈奂《诗毛氏传疏》：“明明、赫赫皆是形容文王

之德。在上与在下对文，下为天之下，则上为天

矣。”［３］是说文王在人间的“明德”登闻于上帝，于是

“帝迁明德”，使殷商不再拥有天下。《大雅·思齐》

歌颂文王：“閖閖在宫，肃肃在庙。丕
!

亦临，无射

亦在保。”《周颂·清庙》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诗歌

颂文王德行光明，为周代臣民所永远遵循。《毛

序》：“《清庙》，祀文王也。”郑《笺》：“清庙者，祭有

清明之德者之宫，谓祭文王也。”其诗有云：“於穆清

庙，肃閖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

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

，明，指有

“明德”。许学夷《诗原辩体》：“《清庙》言：‘肃閖显

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此言文王道化之广。最善

形容者也。下‘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

王之“德”之纯。’则文王之德，四语尽之矣。”［４］“不

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

，光明，不通丕。《孟

子·滕文公》引《书》：“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

烈。”即谓“不显不承”为“丕显丕承”之义。《释

词》：“显哉承哉，赞美之词。”《周颂·閖》是武王祭

文王而彻俎之诗。其中赞颂文王的句子有“宣哲维

人，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之语。宣，通、

明之义。哲，智之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按

宣哲与文武对举。二字平列。朱子《集传》训宣为

通，哲为知，是也。宣之言
!

。
!

，明也。宣哲，犹言

明哲也。”文武，有文德又有武功。朱熹《诗集传》：

２

孙董霞：周人之“德”为“明德”论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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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则尽人之道，文武则被君之

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后嗣也。”［５］

可见，在周初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文王之“德”被

树立为统治者政德的典范，文王即成为“明德”的化

身。上帝虽然至高无上，但其意旨难以把握，“上天之

载，无声无臭”（《大雅·文王》），“天命靡常”（《尚

书·多士》）。但以“明德”之人的行为方式为准则，

则可把握天意，“永言配命”。文王的“明德”给人们

以把握天命的启示：“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大

雅·文王》）上帝不言，但文王是上帝的代言人，“在

帝左右”，而且以身作则，教示人们接近上帝的途径。

在文王的“明德”示范下，周人以“明德”为其政

治原则和人生规范的核心理念。在整个西周的意识

形态领域，“明德”作为核心价值观贯穿始终。后期

的《诗经》作品都以“明德”作为政治准则来评判周

王的政德和大臣的政行。《执兢》是祭祀武王、成王

和康王的乐歌。其称颂三王曰：“执兢武王 ，无兢维

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

斤其明。”不显，光明之义。斤斤其明，《毛传》：“斤

斤，明察也。”《尔雅·释训》：“明明、斤斤，察也。”［６］

马瑞辰《通释》：“斤斤即昕昕之省借。”《大雅·既

醉》是工祝代表神尸对主祭者所致的祝词。其诗有

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

既醉以酒，尔肴既将。君子万年，介尔昭明。昭明有

融，高朗令终……其告维何？”昭明，光明。孔《疏》：

“与之以昭明之道，谓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

“昭明有融”，马瑞辰《通释》：“谓既已昭明而又融融

不绝，极言其明之长且盛也”，“高朗令终”。《毛

传》：“朗，明也。始于飨燕，终于享祀。”郑《笺》：

“令，善也。天既与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长有高明

之誉而以善名终，是其长也。”《敬止》：“日就月将，

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明德”

和含有光明之义的词语在许多时候都是一种非常郑

重的祝福语，同时又是对人最高的赞美词，明和哲意

义接近，常常连用。《民》赞美仲山甫之德：“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明德”作为

周人在上帝那里获取天命的政治品质，一直成为人

们衡量政德好坏的重要标准。在周人政治走衰的厉

王时代，人们假托文王批评殷商的口吻批评厉王无

道，政德昏暗：“女糓?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

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厉王

以“敛怨”为德，而不能“明德”。不能“明德”即是

对其最严厉的批评。那么与“明德”相对的就是“凶

德”、“昏德”、“回德”等。以“明德”为最高的政治

品质，这种观念在春秋时期的诗歌中仍有体现。如

《鲁颂·泮水》：“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

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

《泮水》是赞美鲁公继承先祖事业，整修泮宫，

征服淮夷的文治武功的诗歌。诗中对鲁公的赞美集

中在“明德”一词上。既云“敬明其德”，又云“明明

鲁侯，克明其德”，表现了“明德”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重要地位。

周人的“明德”正是为了区别于殷商之德而提

出的一个全新概念。这正说明商人也是有“德”的，

商人之“德”与周人之“德”的区别不是“无德”和

“有德”的区别，而是“德”之性质的区别。段凌平、

柯兆利《试论殷商的“德”观念》一文，在肯定甲骨文

中有“德”字的前提下，梳理了《尚书·盘庚》中的

“德”观念，结合《尚书·盘庚》篇中的１０个“德”字，

对“德”观念首创于周初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在

殷代，一个氏族残余较浓的社会，稍顾及民意的德观

念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７］赵忠文《从〈尚书〉看

商周两代“敬德”观念的演变》［８］，依据今文《尚书》

中商周统治者关于“德”的政治言论，认为“敬德”不

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从《汤誓》的记载来看，商汤

心目中的“德”主要包括减轻人民的劳役、节用民

力、不那么残酷地剥削人民等内容。从《盘庚》篇中

的“德”来看，盘庚迁殷时的“德”已经有了“君德”

与“臣德”的区别，“德”的含义较商汤时期更为丰

富，用法也更广泛。周人的“敬德”思想是承继商代

而来，并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游唤民根据

《尚书·商书》中“德”的记载，认为“德”作为一种

范畴和概念的出现，应该是殷代的事情［９］。当然，如

果以“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定义“德”之最

初含义的话，“德”观念的产生可能还要早于商代。

依据学者对商人之“德”的研究，似乎商人本非

全是“恶德”和“昏德”，商人也有“善德”。从《尚

书》中周人对殷先公先王的评价中也可以证实这一

点。周人在评价殷商先公先王时仍然赞美其有“明

德”。《尚书·多士》①：“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恤祀。”又《尚书·多方》：“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

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

尽管周人也赞美了商人的“明德”之君，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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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是周人用自己的新理念将殷商先公先王纳入了

自己统一的评价体系之后做出的评价，同时也将殷

商后王的暴政和恶德更加凸显出来了。虽然殷商也

有“明德”之君，但从整体上来说，殷商之“德”中较

多地体现了初期奴隶制政权的暴力性。初具规模的

国家机器呈现出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维护统治

和提高自己的政治权威方面“立竿见影”，因而掩盖

了其柔德和善德。随着商朝的衰落，商人后期的

“德”倾向于暴力的一面。又由于周初统治者在意

识形态方面对商进行贬斥和丑化，无形中放大了殷

商政治行为的暴虐性。周初仍然围绕“德”这一核

心范畴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所以周人在建立

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时候，必然要对自己的“德”

重新定位，以便与商人之“德”有所区别，这一定位

就是“明德”①。

二、“帝迁明德”：周人的天命观和

政权合法性依据

　　周人提出“明德”观念是其建立政权合法性的

政治纲领。周人的“明德”观念主要是针对殷商后

王和亡国之君的。同时，周人为了强化自己政权的

合法性，在天命观上进一步提出“帝迁明德”的观

念。《诗经·大雅·皇矣》：“帝迁明德。”迁，转移。

胡承珙《毛诗后笺》：“帝迁明德，言天去殷即周。”这

是说上帝的心由殷王身上转移到周王身上，因为周

的始祖皆能秉承“明德”。整个商朝的“德”（政治控

驭力）还倾向于神秘色彩，将“德”与天命鬼神紧密

结合在一起。周人在重建自己的意识形态时，仍然

需要传统思想中的天命观念和上帝鬼神观念作为自

己政治权威性的依据。周人对于殷商文化既有继

承，又有创新。在人文领域，周人提出不同于商人之

“德”的“明德”观念。在天命观上，周人提出“帝迁

明德”和“敬天保民”的观念，以示与殷商天命观之

区别。前者是对人的，是论证自己政权合法性时使

用的；后者是对己的，是巩固自己新政权和提高自己

警惕性的需要。

周文化的变革是在殷文化基础上进行的。近些

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殷商王朝无论是

在物质文明还是在精神文明方面所达到的水平都要

远远地高于周人立国时的水平［１０］。而殷文化在周

初仍然起着巨大作用。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

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

语·为政》）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论语·八佾》）说的都是殷周文化的承继关系。

而“周的文化，最初是殷帝国文化中的一支；灭殷以

后，在文化制度上的成就，乃是继承殷文化之流而向

前发展的结果”［１１］。“周原来是在殷帝国的政治、文

化体系之内的一个方国；他关于宗教方面的文化，大

体上是属于殷文化的一支；但在文物制度方面，因为

他是方国的关系，自然没有殷自身发展得完备。殷

之于周，决不可因偶有‘戎殷’一词便忘记了对‘大

邑商’而自称为‘小邑’的情形，认为是两个不同质

的文化系统。”［１１］因此，周人要在宗教这一影响巨大

的传统领域为自己的政权寻找新的合理性依据，更

需要借助殷人原有的宗教信仰，因为这也是当时周

人自己的宗教信仰。周初人们的天、帝、天命等观

念，都是继承于殷商文化的传统。殷人信奉的“帝”

是最高的尊神，但“帝”与人似乎并不直接交流，人

要通过自己的祖先对其发生影响，因此，其宗教信仰

以祖先神崇拜为主。周人以“天”、“帝”为至尊，也

常以祖宗为中介人，这一点与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

殷之祖先“宾于帝”的观念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天

帝鬼神在殷周之际是人们建构文化体系的大前提，

这一点，周因于殷礼，两者没有什么区别。

在殷商和周人的天命观真正的区别在于，殷人

主要以祭祀的频繁和祭品的丰厚作为受天命的条件

和依据②。费尔巴哈说：“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

来：对象是他的公开的本质，是他的真正的、客观的

‘我’。”［１２］上帝神灵也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上

帝之意识，就是人之自我意识：上帝之认识，就是人

之自我认识。”［１２］殷人的上帝，还处于丰厚的祭品和

频繁祭祀的支配之下，这正是殷商最高统治者自我

意识的反应。就像古希腊神话中好色、爱美、好嫉妒

的神灵同样是希腊人自我意识的反应一样，爱好祭

品和频繁祭祀的殷人上帝同样是殷商奴隶主阶级意

识的反应。殷人相信上帝神灵像自己一样喜爱丰富

的、可以用来享受的物品，其政治受宗教祭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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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董霞：周人之“德”为“明德”论

①

②

按：在周人的“德”字语境中既有“明德”、“懿德”、“文德”、“嘉德”、

“吉德”、“令德”、“德音”等好的德行，也有“昏德”、“乱德”、“恶德”、“凉德”、

“败德”、“悖德”等坏的德行。用来形容好的德行的词语也很多，我们何以认

为“明德”一词是殷周之“德”的本质区别呢？因为通过对周初文献的考察，在

周人建立政治合法性这一点上，其直接提出“帝迁明德”的理论依据。“明”在

周初是一个非常宏大而神圣的赞美之词，其他的“懿德”、“令德”、“嘉德”都

是比较普遍的赞美个人及其行为品格的词；“吉德”，“文德”是形容具体的人

事或行为特征的词。而且“明德”具有概括性，这些好的德行都可以包括在

“明德”之内。“明德”也是周人要努力保持和维护的政治品质。

其实在这背后，还有强大的奴隶制国家机器在作后盾，初期的国家机

器对于被征服者和臣民来说，呈现出强大的统治力量，这种力量再与天命结

合，助长了殷人的政治自信，也助长了殷人对天命的自信。



太大而堪称“巫政”。就对于鬼神上帝祭祀的频繁、

祭品的丰厚来说，周人是难望其项背的。据甲骨文

的记载，殷人几乎遇事皆卜，祭祀常态化，动辄杀牛、

杀羊，甚至杀人以祭。如：“庚（辰）□于庚宗十五

羌，卯二十牛 ，酒……”［１３］，“（断）于庚宗十羌，卯二

十牛……”［１４］

直到殷商临近灭亡之际，纣王仍然相信自己有

命在天，这种自信与殷人的淫祀不无关系①。

虽然整个商朝的“德”（政治控驭力）倾向于神

秘色彩，并将“德”与天命鬼神紧密结合在一起。但

是在作为周初文献的《尚书》诸诰中，商朝后期统治

者却被斥为“不敬祭祀”。《牧誓》是武王伐纣的誓

师之辞，其中武王列举的纣王之罪责之一，就是“昏

弃厥肆祀，弗答”。《酒诰》说其“弗惟德馨香祀，登

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

殷”。《多士》也说商的后王不敬上帝：“在今后嗣

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多方》：“乃惟尔

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天惟降时丧。”周初

文献中许多地方在指责商后王不敬上帝和祖先、不

恤祀。虽然不能排除周人意识形态宣传中“言过其

实”的因素，但也不能说全无根据。因为有些言论

甚至是在对殷商遗民的训诰中陈述的。如果不是事

实，难以服人。

对于这种记载，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从纣王

的酗于酒德，逸于淫乐的行为来分析，其很难有时间

去亲自参与祭祀，从其放纵淫逸的生活状态来说，他

很难进入那种虔敬肃穆的祭祀状态。第二，从商代

甲骨文可以看出，商人遍祀群神，凡事皆卜，祭祀过

于频繁，在商朝末年，统治者对于过于频繁的祭祀倦

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周易》通过卦爻辞将占

卜的问题和事象加以分类归纳，使其类型化，这就大

大简化了占卜的繁琐程序和次数，从而使其趋于理

性化。从《周易》卦爻辞的体制可以反推商末周初

人们对于祭祀和占卜的改革需求。周人的宗教改革

也体现了这种需求，他们不像殷人遍祭祖先，其常祭

者大概在四庙和七庙之间，对祖宗之祭祀，由宗教之

意义转化为道德之意义［１１］。第三，周人对于敬上帝

的内涵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或者说在是否敬上帝

的认定中，加入了新的判断标准。那就是以“德”的

好坏判断是否敬上帝，所谓“惟德馨香祀，登闻于

天”（《酒诰》）。不过在甲骨卜辞的记载中，曾有类

似“王将德牲于祖先”这样的祝祷语，意思是“王德

之芬悦于神灵”［１４］。但是商人的“德”与周人的

“德”的内容已经不同，商人的“德”中更多神秘色彩

和宗教意味，甚至是商王的巫术能力的反映。周人

的“德”的合道德性因素明显加强，而且将“德”与对

民众的善政结合在一起，其将对民众的善政作为敬

上帝的内在要求。这是殷周之际人们进步的思想观

念在上帝观念中的新反映。不过，通过这些记载，可

以推断商朝末年，已经出现宗教祭祀的衰败现象。

当时作为殷商属下小邦的周人在殷商末年即已经注

意到丰厚的祭品不如好的德行更有实际效果。《周

易·既济》九五爻辞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筤

祭，实受其福。”周人的这种思想其实是殷商末年以

祭祀为主要内容的宗教走向衰落的反映。陈来认

为，中国上古宗教文化是按照巫觋文化—祭祀文

化—礼乐文化的路径演进的，商代末年祭祀文化衰

落，代之而起的是周人的礼乐文化［１５］。但周人建立

新政权之后，必须要利用殷人原有的宗教信仰树立

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周人对于宗教采用既怀疑又信仰的状态，或者

说对天命采用了两种态度。

第一，在树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上强化宗教神

权的作用和地位。在对殷商遗民的训诰中，加强天

命观的宣传。针对在殷商末年已经呈现衰落倾向的

宗教，周人对天命的内涵进行改革，改革的纲领就是

“帝迁明德”。这样周人仍然信仰人格神和天命，但

因为“明德”观念的引入，便使天帝以人自身德行的

好坏为依归，而不再是以祭祀的丰厚和频繁与否为

标准来投射天命于某一统治集团。天命的条件由祭

祀转移到了人文。这样周初统治者便把自己“王天

下”的合法性建立在“明德”的基础上。有了“明德”

这一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纲领，周人更有理

由说服被征服者。他们承认殷的先祖代夏政而有天

下的合理性。《尚书·多士》载周公告诫殷遗民：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殷人先祖

有“明德”，所以代夏受天命而有天下。如今殷人失

“德”，周人从其先祖后稷开始，一直到文王、武王不

断修“明德”，其“明德”日隆，因此理所当然地代商

受天命而“王天下”。

第二，在自己的统治集团内部，周人一再强调“天

命靡常”、“骏命不易”（《大雅·文王》），强化“敬德”

等忧患意识的宣传，并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如

果说“保民”是周代政治不同于商政的新思想的话，

“敬天”则同样是对殷末宗教状况的反驳和纠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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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周本纪》：“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

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又《尚书·西

伯戡黎》：“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且周人的“敬天”侧重于宗教祭祀的态度和宗教礼仪

的威严，在这种态度和威严中体现着人自身敬慎的处

事态度和对政治的敬畏感，而不是牺牲的丰厚和祭祀

的频繁。周人清楚地认识到天命靡常，因为自颛顼绝

地天通以来，统治者都将自己的统治与天帝神权结合

在一起。而且这种结合使得宗教的权威性与统治者

“政德”的好坏联系在一起，政权与神权一损俱损，一

荣俱荣的。商末神权为政治所累，神权已经受损，周

人出于建立自己政治权威性的需要，对这种状况拨乱

反正，重申天帝权威。周人让上帝作为政治好坏的最

高裁定者，并将天命“授予”周人，这就使宗教与政治

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后来，随着周人政治的衰败，

人们痛恨统治者，同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授命给周人

的上帝，最终其随着周政权的再一次衰落而彻底衰

落。但是西周初年将天帝权威与民意结合，与统治者

的善政结合，使其处于一个监督者和裁判者的地位，

这较之商人之宗教是一大进步。

综上所述，周人在继承商的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对

其进行了创新，周人在以天命和天帝来树立自己的政

治权威性的时候提出“帝迁明德”的新理念，对自己

提出“敬天保民”的新要求。这是周文化不同于殷商

文化的主要区别。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无“德”和

有“德”、“敬上帝”和“重人文”是殷周政治思想观念

的根本区别，其实在我们分析了“德”的起源和早期

文献中的“德”字用例之后发现，殷周政治思想观念

的区别在于“明德”一词。周人的“明德”思想中就包

含着丰富的人文关怀。在天命观上，也就是“帝迁明

德”、“敬上帝”与“淫祀上帝”的区别。因为“敬上帝”

更侧重于祭祀时人的精神状态，其目的不是从上帝那

里获得多少福佑，而是将祭祀作为人的行为方式的约

束。周人仍然以天帝为最高权威和裁判者，在这一大

前提之下，歌颂周族诸王的“明德”政绩。《诗经》颂

诗和大雅的周人始祖颂歌历数始祖功德，赞颂其“明

德”，其实质皆是强调周人受命的合法性。

三、“明刑”、“明罚”：周人“明德”

观念在刑罚中的体现

　　“德”的原始含义是功用和政治影响力，在殷周

时期，“德”仍然表现为政治控驭能力和政治品质，

其中包含了“刚克”和“柔克”两种手段。前者是恩

惠的一面，后者是强硬的一面，包括武力征伐、刑罚

和法律等暴力手段。其目的都是显示其作为“德”

的影响力和控制能力。周人提倡“明德”之后，其中

包含的刑罚要素（“刚克”）仍然存在，但与“明德”

观念一致，刑罚不再是非人道的、粗暴的镇压，而是

要“明罚”。周代作为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性的

“德”观念逐渐倾向于柔惠宽仁的一面，其中“刚克”

的一面（暴力、刑罚、征伐）逐渐从“德”含义中分化

析出，用“兵”、“伐”、“刑”、“罚”等词语来表示。但由

于“德”、“刑”本有的内在联系和密切关系，两者经常

相提并论，如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士制百姓于刑

之中，以教祗德”，“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有德惟

刑”（《尚书·吕刑》）。要让“德”（权威性）更加威

严，必须要让民有所敬畏，崇“德”在必要的时候需要

刑罚，所以“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是成“德”的需要，刑

是“德”的手段之一。之前，这种手段也是“德”的一

部分。因为刑、罚原来本身是“德”的内容之一，所以

以“明德”为最高政治纲领的周人，在刑罚的使用语

境中仍然不忘与“明”结合，称其公正合理的刑罚为

“明刑”、“明罚”等。《尚书·康诰》：“呜呼！封，敬明

乃罚。”《尚书·吕刑》：“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

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 于民蓒彝。”

又云：“王曰：‘呜呼！嗣孙，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

中，尚明听之哉！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

中有庆。受王嘉师，监于兹祥刑。’”

在这里，“明刑”、“明罚”、“祥刑”其实就是“明

德”的一部分，是“明德”观念在周人刑罚手段中的

体现。《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谋父劝谏穆王时

论述了“德”在政治中的作用。在引用了周公所作

《时迈》之诗后，提出“耀德不观兵”的战争原则。李

学勤先生认为“耀德”即文献常见的“明德”［１６］。祭

公谋父将“明德”与观兵并提，说明“德”与刑罚、武

力之间的关系。祭公的“德”观念是对周初“明德”

观念的继承和发扬，能以“德”确立自己的政治权威

性的时候，决不能用武力。虽然“德”含义中的刑罚

观念逐渐析出，但两者仍然有着密切关系，人们言刑

必及“德”，因为政治观念中的“德”之本质就是政治

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刑罚作为“德”早期含义中

的一部分在后世“德”字的使用语境中仍然留有痕

迹，有时甚至会返璞归真，回到原点。

周人在讲“明德”的时候还总是与“慎罚”联系

在一起。“慎罚”其实就是“明刑”、“明罚”的具体

表达。“明刑”、“明罚”其实就是在使用刑罚时要抱

着敬慎的态度，即要“慎罚”。《尚书·召诰》称赞殷

商的先王，从成汤乃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

《尚书·康诰》首先赞美文王“丕显考文王，克明德

慎罚”。“明德”、“慎罚”的实质是“不敢侮鳏寡，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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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祗祗，威威，显民”。“明罚”、“慎罚”是“明德”

的一部分。“明德”也要通过“慎罚”表现出来。因

为刑罚是原始德观念中的应有之义。周公对“慎

罚”的主要主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犯罪

要考察其犯罪动机，对于故意犯罪者要严惩，对于无

意犯罪而且知错悔改者要处罚从轻，给人以改错的

机会。二是要审慎地对待犯人的供词，避免错断。

三是对“不孝不友”的“元恶大憝”要“刑兹无赦”。

四是对“乃别播敷，造民大誉”的官吏也要“速由兹

义率杀”，毫不手软。

另外，《康诰》中还提出“义杀”的刑法原则：“用

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汝乃其速由兹义率

杀。”又说“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

又曰劓?人，无或劓?人。”意思是刑罚的使用要依据

一定的法律原则，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对于周人的

这一刑罚思想，徐复观称其为“道德地人文之光”、

“中国历史的黎民时期”。另外，“义杀”的观念还有

为刑罚寻找人道和人文依据的潜在意识。因为在周

人的思想已被人文之光照亮的历史时期，周人要以柔

惠宽仁的“柔德”统治天下，“杀人”终归是残忍的行

为，不是其政治内容的主要方面。但是周公一再重

申，“非汝封刑人、杀人”，而是为了保民才杀人，是为

“义杀”，“义杀”是为了“德”的完成，是“明德”的需

要，“德”“故乃明于刑之中”，“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敬于刑，有德惟刑”（《尚书·吕刑》）。《尚书·立

政》在确立自己的官人思想的时候，尤其重视“宅乃

准”，一再申明要“庶狱庶慎”。司法和监狱的事情一

定要让司法负责人专管，不可包办代替或进行干预。

因此，“明刑”、“明罚”、“慎罚”、“义杀”、“敬刑”等都

是周人“明德”观念在刑罚领域的体现。

总之，周初统治者首先面临的是新生政权的确

立和巩固问题。周人一方面通过武力平定殷商残余

势力和顽固势力的叛乱，另一方面通过一整套制度

建设维护自己的新生政权，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和

文化领域竖立起自己革命而代殷的合法性依据，确

立自己的政治权威性。这一合法性依据就是“明

德”。周人在早期的意识形态建设中，以天帝作为

最高的裁定者和评判者，以“明德”为政治纲领，以

此作为自己接受天命的合法性依据。这一政治纲领

作为周代意识形态领域核心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

范，影响深远。为了使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更有

说服力，周人还将三代先王的事迹统一纳入自己的

评价体系，然后用自己推崇的“明德”为准绳对其

“政德”进行褒贬判定。他们追述三代先王“政德”

以建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时，始终在强调他们的

“明德”，以区别于夏桀、商纣的“凶德”、“恶德”、

“昏德”。《尚书·多士》：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

天丕建，保 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

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

于先王勤家？诞淫厥?，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

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

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

周人的聪明之处就是并不否定商朝所有的统治，

而是将先王和后王区别对待。周人利用自己崭新的

思想观念和评价体系对三代历史进行重新定位和诠

释。殷代有政绩的诸王“罔不明德恤祀”，于是“亦惟

天丕建，保 有殷”，而商的后王，不能秉于“明德”，因

而上帝不保。因为“惟天不畀不明厥德”。以“明德”

这一崭新的政治理念为准则，周人将三代先王分为有

“明德”和“不明厥德”两大类，然后将其分别与“有天

下”和“失天下”即“受命”与“弃命”两种结果联系起

来。这样，周人就将自己“王天下”的合法性建立在

了“明德”的基础之上。周公在《多方》中告诫发动叛

乱的殷人及其追随者“徐夷”、“淮夷”说：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

惟虐于民，至于百为，大不克开。乃惟成汤克以

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

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

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

用劝。今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呜

呼！王若曰：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非天

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

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

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後王逸厥逸，图厥政、

不蠲，天惟降时丧。……惟我周王灵承于旅，

克堪用德①，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

殷命，尹尔多方。”

周公的意思是说，夏有“明德”，因此受命而有

天下；夏失“明德”，“诞厥逸，不肯戚言于民”，“大淫

昏”，“不克开于民之丽”，于是天降大命于有“明德”

的成汤；商后王又失掉了“明德”，“逸厥逸，图厥政、

不蠲”，于是天又降大命于有“明德”的周王。这

样，周人将夏、商、周的历史纳入了一个统一的逻辑

过程，纳入了一个统一的评价体系，用统一的标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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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为“德”的中性色彩，“德”的褒贬色彩和含义受语境和具体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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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承接前文“明德慎罚”之义，仍为“明德”之义。



价了三代先王的“政德”，体现了周人开阔的政治视

野和文化胸怀，同时也体现了周人的政治理性和文

化理性。

四、结语

　　早期的“德”观念本质上是政治控驭能力的代

称，其包括“刚克”和“柔克”两种手段。与商人

“德”观念中较多“刚克”和暴力因素不同，周人的

“德”观念中更多宽仁柔惠的一面。为了区别于商

人的“德”观念，进而巩固自己的新生政权，周人提

出了“明德”观念。同时，周人仍然以天帝作为最高

的裁定者和评判者，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

法性依据。作为原始“德”观念中“刚克”手段的刑

罚，也与周人的“明德”观念相一致，被转化为“明

刑”、“明罚”，成为周人“明德”观念的一部分。这

样，周人既通过一整套的制度建设维护了自己的新

生政权；又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确立了自己的政

治权威性。周人的“明德”观念作为周代意识形态

领域的核心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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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Ｚｈｏｕｄｙｎａｓｔｙ；“ｌｉｇｈｔＤｅ”；“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ｏｆｈｅａｖｅｎｍｏｖｅｄｌｉｇｈｔＤｅ”；“ｌｉｇｈｔｐｅｎａｌｔｙ”；
“ｌｉｇｈｔ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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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董霞：周人之“德”为“明德”论


